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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知识转移、创新网络和创新能力等理论，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为研究样本，开发了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的测量量表，同时基于调研得到的创新网络，采用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来测量创新网络的中心性，实证检验了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网络中心性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辅助型和互补型的知识转移对于企业渐进式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比而言，互补型知识转移对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辅助型知识转移对于渐进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创新网络中心性在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创新网络的构建、技术创新与知识转移的匹配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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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Transfer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twork cen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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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novation network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romo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novation network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the questionnaire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for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network centrality is denoted by degree,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from real innovation network. The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transfer on the capability of innovation empirically,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twork centrality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auxiliary and complementary knowledge transfer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auxiliary knowledge transfer on the incremental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mplementary knowledge transfer on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novation network centralit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atching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self-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so on.
Keywords: knowledge transfer; innovation capability; network centrality;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bookmark: 1_.E5.BC.95.E8.A8.80]1 引言
长期以来，创新一直被认为是企业价值、业绩和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技术创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进行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过程，因此知识已经成为创新发展的关键资源[1]。随着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越来越高，企业所需知识的类型和种类越来越多，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获取渠道。创新网络具有信息优势，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知识获取管道[2]。
知识在创新网络中的分布极不均衡，表现为各个网络节点（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在知识体系、知识管理方法、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这较大的差异。因此，企业间有效的知识转移是创新成功的关键。
一些学者研究表明，知识转移能力代表着组织竞争优势的一个独特来源[3]。在知识基础理论方面，组织被视为专门高效知识创造和转移的社会团体。社会网络理论表明，重复的相互作用导致网络个体间的相互信任和诚信水平升高[4]，这是参与创新的企业间信息共享的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网络结构和组织绩效之间知识转移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INGRAM 和ROBERTS[5]研究了友谊网络如何影响悉尼酒店的绩效。研究发现，友谊网络可以使面临着类似市场状况的管理者可以从彼此的经验中相互学习，表明个体之间的网络联系促进了经验知识转移。REAGANS和ZUCKERMAN[6]研究了科学家合作网络的外部联系人的桥接“结构洞”作用。研究发现，结构洞使科学家访问和共享彼此多样的知识，从而导致更大的创造力和创新，从而提高团队的整体工作效率。在研究业务部门在知识网络中的位置如何影响绩效的过程中，Tsai[7]发现，最具创新性和盈利的业务部门处于网络的“核心”地位。这些研究分别不但关注了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而且还关注了网络结构对网络中节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是，对于网络结构在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却是较少。因此，创新网络如何在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影响过程发挥调节作用，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目的。本文从企业网络中心性的视角刻画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探讨网络中心性在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2_.E7.90.86.E8.AE.BA.E5.9F.BA.E7.A1.80.E]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bookmark: 2.1_.E7.9F.A5.E8.AF.86.E8.BD.AC.E7.A7.BB]2.1 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
所谓知识转移是指组织通过不同渠道转移知识，实现组织知识共享，从而有效利用现有知识的过程[8]。组织知识的分散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知识转移是比较竞争优势的基础[9]； DYER等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把知识持续且有效地转移到组织[10]。
根据知识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将企业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分成辅助型和互补型。辅助型知识是指企业所获取的知识属于其自身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虽然不属于企业的核心知识，但是能够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帮助；互补型知识是企业所获取的知识是企业不曾拥有，但能有效地与企业现有知识体系相互融合和整合。
在转移的知识和原有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上， RINDFLEISCH认为辅助型知识具有较高的冗余度，可以促进原有知识发挥更大的作用[11]。ROTHAERMEL也认为辅助型知识与原有知识的重合度高，通常以与企业原有的产品开发知识和技能相似的形式存在，其优点是易于被企业吸收和转移[12]。但是，企业对于高冗余度知识的管理是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RINDFLEISCH认为互补型知识的冗余度较低，能够与原有知识实现良好的整合[11]。在知识的重合度上，ROTHAERMEL也认为互补型知识的重合度低，通常以与企业原有的产品开发知识和技能不同的形式存在，其优点是能激发企业的学习潜力，对创新的长期绩效有促进作用[12]。事实上，转移来的互补型知识在与原有知识的融合过程中，需要企业具有较高的知识管理能力。
基于知识分类、知识转移以及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分为辅助性知识转移和互补性知识转移，前者指与企业专业领域和经验相匹配的同质性知识的转移。后者主要指与企业现存知识基础差异大且是企业创新所必需的异质性知识的转移；这两种类型的知识转移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根据技术复杂性、创新过程和创新难易程度，企业创新一般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渐进式创新是局部性的、改良性的创新[13]，而突破式创新则是会导致产业重新洗牌的一类创新[14]。显然，这两类创新需要知识支持与融合的重点不同。相应地，本文将企业的创新能力分为渐进式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下面重点分析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bookmark: 2.2_.E5.88.9B.E6.96.B0.E8.83.BD.E5.8A.9B][bookmark: 2.3_.E8.BE.85.E5.8A.A9.E5.9E.8B.E7.9F.A5]2.2 辅助型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辅助型知识是与企业原有知识相兼容、相补充的同质性知识，创新网络理论认为，充分发挥网络中各个节点知识的综合集成作用，可以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15]。在创新网络中，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的互动，企业相对容易地从网络中汲取辅助性知识资源，促进新旧知识的整合与融合，进而提高创新绩效[16]。
对于辅助型知识与突破性创新的关系而言，存在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辅助型知识可以弥补核心知识之外的部分缺陷，进而丰富企业的知识体系，从系统上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利于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提升；魏江等认为辅助型知识通过与现有产品开发知识和技能的结合，增强企业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对于突破性创新有重要的支撑作用[17]。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辅助型知识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其对突破性创新支持性较差。Knudsen认为辅助性知识对产品开发的短期绩效有正向影响[18]。本文认为，尽管存在后一种观点，但是辅助型知识对于丰富企业知识体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突破性。因此，对于辅助型知识转移与突破式创新能力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辅助型知识转移对突破式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辅助型知识对渐进性创新对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企业在知识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将内部现有的分散知识进行整合，此时与现有知识基础相关联的辅助型知识可以提供粘合剂的作用[19]；其次，辅助型知识主要包括创新活动密切相关的市场信息、行业用户、与竞争对手等，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上游原料及生产设备的行情、把握顾客需求动态及偏好变化，对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有重要作用[20]。由于辅助型知识的难度较低，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知识的有效利用；最后，辅助型知识由于更贴近用户与市场，可以更容易地用市场接受的语言来描述产品和服务，便于用户接受与认可产品[21]。从这些个方面可以看出，辅助型知识转移对于渐进式创新能力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
H1b：辅助型知识转移对渐进式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bookmark: 2.4_.E4.BA.92.E8.A1.A5.E5.9E.8B.E7.9F.A5]2.3 互补型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互补型知识与企业现有知识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属于异质性知识。只有互补型知识实现与原有知识的耦合，才能发挥促进作用。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互补型知识的转移、吸收和利用需要企业有较强的知识管理能力，这对于企业是一个挑战。互补型知识的有效转移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互补型知识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企业获取的外部互补性知识可以促进新知识创造，进而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22]；魏江等认为互补型知识与形成其核心能力的知识有关，能深化其专业程度[17]。其次，企业在对转移过来的互补型知识进行吸收和利用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促进内部知识的深化，而且促进内外知识的融合，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得到有力的提升，进而提升创新能力[23]。最后，企业中原有的市场信息、想法与概念等可能是分散的，互补型知识恰好可以将这些分散的信息联结起来，从而提高企业对知识的利用率，使得原有知识发挥更大的效益[24]。同时，互补型知识的转移给企业的知识来源开辟了崭新的渠道，为组织对内外部知识整合提供新的来源[25]。从长期来看，Knudsen认为互补性知识能促进产品长期绩效的提高[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
H2a 互补型知识转移对突破式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于互补型知识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在企业知识整合的过程中，互补型知识总是起到了“连接”与“搭桥”的作用，增强了原有知识相互作用的联系与路径，从而提高了创新活动的质量[26]。一方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这些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需要与外部市场类知识源建立联结，从而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互补型知识。借助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互补型知识融于原有存量知识中，有利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最终实现管理运营协同[22]。另一方面，Yam等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知识搜索，可以获取外部的互补型思想、见解与技能。这些来自知识密集型机构的异质性知识可以拓展现有知识存量，最终提升知识创造及研发效率[27]。最后，来自外部市场的互补型知识可以提高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利于抵御市场风险[28]。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 互补型知识转移对渐进式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bookmark: 2.5_.E7.BD.91.E7.BB.9C.E4.B8.AD.E5.BF.83]2.5 网络中心性的调节作用
事实上，由于企业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企业需要根据知识需求不断地向外部寻找知识源并将其与原有的存量知识进行整合和融合。因此，构建知识网络是企业知识转移的前提[29]。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创新网络具有知识获取、整合、传播等重要作用[30]。GROSSMAN等研究发现，沿着创新网络路径上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可以增加企业的知识积累和新知识创造，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31]。
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主要在于知识获取[32]。网络位置决定了企业获取知识的机会和方式。
由于知识在创新网络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通常借助企业间的联系进行转移。不同的网络位置代表不同的获取新知识的机会。通过占据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企业比其他企业具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取所需的知识资源。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的网络地位是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实现经济目标[33]。因此，处于创新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创新。
创新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可能决定企业知识获取的不同方式，从而影响其认识和开发新市场的能力。占据网络中央位置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因为其独特的获得其他单位的知识或实践经验。同样，中心位置的企业可通过对其他企业转移知识或实践经验，进而使其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可以应对新兴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应对竞争挑战。此外，中心位置的企业可以通过共享多个企业开发的知识，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进而有可能提高其业务运作。
综上可以看出，企业之间创新能力的差异可能归因于在其在创新网络中位置的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
H3：创新网络中心性在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即企业在创新网络中越处于中心地位，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综合上述假设，本文给出如下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影响的概念模型
[bookmark: 3_.E7.A0.94.E7.A9.B6.E6.96.B9.E6.B3.95]3 研究方法
[bookmark: 3.1_.E7.A0.94.E7.A9.B6.E6.A0.B7.E6.9C.AC]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集成电路（IC）产业包括IC产业链上的设计、制造、封测等类型的企业，也包括IC产业的服务支撑企业，如设计服务、设备、原材料、投资机构、以及产品应用等类型企业。IC产业链如图2所示。

图2 IC产业链及其编号
IC行业已经从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如Intel、AMD、IBM、HP、东芝、富士通等）主导的形态，演变为巨大的全球创新网络。此外，电子产品市场具有高的不可预测性，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更多地依赖外部供应商的知识和技术集成。这种环境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他们积极获取合作伙伴的知识和技术，不断产生产品和流程创新。因此，我们发现集成电路创新网络对于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初步形成了具有配套能力的五大产业基地：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IC产业的区域分布及其特征
	编号
	区域
	中心城市
	特征

	①
	环渤海地区
	北京
	科研实力强大的综合性集成电路基地。

	②
	长三角地区
	上海
	产业链完备的集成电路制造基地。

	③
	珠三角地区
	深圳
	依托庞大市场的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基地。

	④
	西北地区
	西安
	集成电路的科研、试制、教育与产业化基地

	⑤
	西南地区
	成都
	集成电路产业链较完整的传统电子工业基地


比较来看，上海在IC产业拥有整体优势，芯片制造业已经成为了国内发展最快的地区；北京依靠的是人才优势，其芯片设计方面优势，从设计出中国自己的CPU就可见一斑；而深圳的贸易优势则相对更加明显；西安具有人才优势和成本优势；西南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这些区域的IC产业将保持高速成长。我国这种IC产业区域分布现状的形成，既是政府政策作用的宏观结果，更是微观上IC企业自发竞争不断演进的外在表现；既是以往发展结果的继承，更蕴含着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与行业协会合作，采取分散邮寄或传真方式向企业联系人、采取行业会议集中向参会人员等形式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发放对象是企业高管、或者是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的中层管理者，以尽量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406份，回收率50.75%。同时通过企业网站、行业新闻报道等搜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联数据，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在整理数据过程中，对个别涉及到的企业有针对性地补充调查，以弥补网络关联数据。最终筛选出含有397个企业的产业关联数据库。应用NodeXL得到创新网络如图3所示。

图3 集成电路创新网络
应用Ucinet软件计算创新网络的参数如下表2所示。
表2 创新网络结构参数
	指标
	值
	指标
	值

	节点数（Vertices）
	397
	平均度（Average Degree）
	2.474

	最小节点度（Minimum Degree）
	1
	最大节点度（Maximum Degree）
	63

	最小中介中心性（Minimum Betweenness Centrality）
	0.000
	最大中介中心性（Maximum Betweenness Centrality）
	19 061.954

	平均中介中心性（Averag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403.199
	最大贴近度（Maximum Closeness Centrality）
	1.000

	最小贴近度（Minimum Closeness Centrality）
	0.001
	平均贴近度（Average Closeness Centrality）
	0.158


[bookmark: 3.2_.E5.8F.98.E9.87.8F.E6.B5.8B.E9.87.8F]3.2 变量测量
通过搜索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效度，本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方法设计了知识转移、创新能力的测量量表，同时采用企业年龄、规模、产业链位置和所处区域等企业概况作为控制变量。中介变量采用Ucinet软件对创新网络测量的三个指标来测量。量表设计采用专家调查法、小样本预测试等对问卷进行了二个阶段的修正：①第一次修正：征求同行专家以及企业界资深人士的意见；②第二次修正：随机抽取20家企业进行试填，根据试填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正，以保证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bookmark: .E8.87.AA.E5.8F.98.E9.87.8F]（1）自变量：知识转移
[bookmark: .E5.9B.A0.E5.8F.98.E9.87.8F]基于Yli-Renko等[34]和Hansen等 [35]等对知识转移绩效的研究，从合作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本研究在Wathne等人 [36]对知识转移有效性三个指标的基础上，分别对辅助型知识转移和互补型知识转移提出了6个测量题项（如表3所示）。
（2）因变量：创新能力
借鉴 Subramaniam 和Youndt[37]的测量方法，本文从“产品新型号拓展、产品质量提升、现有工艺流程改进、工具设备更新”等四个方面测量渐进式创新能力；
借鉴Govindarajan 和Kopalle[38]的测量方法，本文从“开发全新产品、开发全新技术、新技术量产、采用全新设备工具”等四个方面测量突破式创新能力等。在调查问卷上根据国情和企业的现实情况，对问题描述作了调整，最终测量题型如表3所示。
[bookmark: .E4.B8.AD.E4.BB.8B.E5.8F.98.E9.87.8F]（3）中介变量：网络中心性
本文采用三个指标来刻画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度中心性（Degree）、中间中心性（Betweenness）和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度中心性：网络的节点度（Degree）是指连接到该节点的边的数目。对于具有个节点的无向网络G，其邻接矩阵为，其中当节点和直接相连时，，否则，则节点的度可以写成：

企业的度中心性表示企业可以从邻接企业收到的知识总数。企业的度越高，知识来源就越多。弗里曼认为度中心性是捕捉单个成员信息或知识获取的最合适的方法[39]。
中间中心性：以表示参与者和之间的最短路径的数目，参与者的中介性定义为所有经过结点i的路径数目，用表示，其中，，。被所有参与者对之间不包含的最短路径数总和归一化出来后得到的数值，可以表示为：

中间中心性可以用来测量企业对知识转移的控制程度。如果一个企业位于多条网络的最短路径上，那么可以认为其处于重要地位，因为该企业具有控制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知识转移的能力，路径上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需要通过该企业才能进行。通过企业的网络最短路径越多，其中间中心性就越高。
接近中心性：节点的接近中心性是节点与网络中所有其它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长度。因此，越中央一个节点，它是接近所有其他节点。假设网络节点和节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记为，那么网络节点的接近中心性为：

接近中心性考察一个企业在知识转移时不靠其它节点企业的程度。企业离其他企业越近，在知识转移过程中越不依赖其他企业。
[bookmark: .E6.8E.A7.E5.88.B6.E5.8F.98.E9.87.8F]（4）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产业链位置、所处区域
为减少外生变量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控制变量。具有创新经历的企业再次进行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本文将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企业规模可以影响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型企业往往有更多的资源，以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另外大型企业在获取总部对业务运营和创新活动的支持方面也有优势。因此，本文使用企业的员工人数作为单位大小的指标。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同。例如，IC设计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要比整机企业、封装企业要高得多。因此，本文采用企业所处的产业链位置作为控制变量。不同地区的创新资源禀赋互不相同，必将影响到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本文将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作为控制变量。
综上，本文把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产业链位置、地理区位等这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用企业成立的年限、企业员工总数、所处产业链环节（图2）、所处的地理区域（表1）来表示。
[bookmark: 3.3_.E4.BF.A1.E5.BA.A6.E4.B8.8E.E6.95.88]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测量题项大部分来自国内外已有研究，并在预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因此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然后，本文分别采用 Cronbach' α信度系数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如表3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 各变量的 α 系数均大于 0.7 的最低标准[40]，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 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荷载值均大于 0.5 的最低标准[41]，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 各个变量的KMO值在0.6以上，同时各变量的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值均为0.000（表中略去），说明变量存在相关关系，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3 变量测量的因子载荷与信度
	潜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α系数
	KMO

	辅助型知识转移
	引发新见解的程度；
	0.706
	0.774
	0.806

	
	规律性知识在企业获得知识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程度；
	0.596
	
	

	
	知识转移对企业员工知识结构优化程度；
	0.687
	
	

	
	知识转移对企业改进工艺技术水平的提升程度；
	0.575
	
	

	
	获得知识有助于企业业务完成速度的提高程度。
	0.601
	
	

	互补型知识转移
	引发新思路的程度；
	0.650
	0.693
	0.725

	
	经验性知识在企业获得知识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程度；
	0.725
	
	

	
	知识转移对企业员工知识存量补充程度；
	0.696
	
	

	
	知识转移对企业开发新产品能力的提升程度；
	0.584
	
	

	
	获得的知识有助于企业业务完成质量的提高程度
	0.709
	
	

	渐进式创新能力
	开发新产品型号比较多
	0.755
	0.757
	0.660

	
	改进现有主导产品流程工艺
	0.699
	
	

	
	提升现有主导产品技术水平
	0.547
	
	

	
	更新生产手段
	0.797
	
	

	突破式创新能力
	开发全新主导产品
	0.748
	0.792
	0.624

	
	开发全新技术
	0.533
	
	

	
	产品包含全新技术
	0.702
	
	

	
	淘汰原有主导产品线
	0.755
	
	


[bookmark: 4_.E7.A0.94.E7.A9.B6.E7.BB.93.E6.9E.9C]4 研究结果
[bookmark: 4.1_.E5.8F.98.E9.87.8F.E7.9A.84.E6.8F.8F]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与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辅助型和互补型知识转移的均值高于4，说明两种知识转移方式具有较高的利用率。渐进式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均值在4左右，说明企业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在相关分析中，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的相关系数都在0.537~0.681之间，说明它们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表 4 各个潜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序号
	变量'
	均值
	方差
	1
	2
	3
	4

	1
	辅助型
知识转移
	4. 070
	0. 940
	1
	
	
	

	2
	互补型
知识转移
	4. 003
	0. 972
	0. 655*
	1
	
	

	3
	渐进式创新能力
	4. 188
	0. 888
	0.657***
	0.543***
	1
	

	4
	突破式创新能力
	3. 971
	0. 895
	0.681***
	0. 609 ***
	0.537***
	1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 p＜0.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0.05。
[bookmark: 4.2_.E5.81.87.E8.AE.BE.E6.A3.80.E9.AA.8C]4.2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对分三步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分别对渐进式创新能力（模型1至模型3）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模型4至模型6）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3和模型6分别引入辅助型知识转移、互补型知识转移与网络中心性交互项，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渐进式创新能力
	突破式创新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数项
	2. 331***
	2.557***
	2.560***
	2.514***
	2.782***
	2.652***

	企业年龄
	0.061*
	0. 028*
	0. 022*
	0. 049*
	0. 024*
	0. 031*

	企业规模
	0. 229***
	0. 165**
	0. 163**
	0. 237***
	0. 132*
	0. 137*

	产业链环节
	-0.327***
	-0.374***
	-0.365***
	-0.243***
	-0. 223*
	-0. 216*

	所处区域
	-0. 29**
	-0. 15*
	-0. 13*
	-0. 27**
	-0. 13*
	-0. 37*

	辅助型知识转移
	
	0. 161*
	0. 149*
	
	0. 158*
	0. 139*

	互补型知识转移
	
	0.327***
	0. 318***
	
	0.462***
	0.427***

	网络中心性
	
	0. 153**
	0. 151**
	
	0. 155**
	0. 153**

	辅助型知识转移 × 网络中心性
	
	
	0. 159**
	
	
	0. 154**

	互补型知识转移 × 网络中心性
	
	
	0. 152**
	
	
	0. 163**

	R2
	0. 307
	0. 352
	0. 451
	0. 283
	0. 329
	0. 452

	Adj. R2
	-
	0. 044*
	0. 112***
	-
	0. 049**
	0.097**

	F值
	19.150***
	23.653***
	29.598***
	16.783***
	21.093**
	26.142**


注: 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路径系数，***表示p <0.001，**表示p <0.01，*表示 p < 0.05。
从模型2可知，辅助型知识转移对于渐进式创新能力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61，说明假设2a通过了验证；互补型知识转移对于渐进式创新能力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327，说明假设3a通过了验证。从模型5可知，辅助型知识转移对于突破式创新能力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58，说明假设2b通过验证；互补型知识转移对于突破式创新能力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462，说明假设3b通过验证。同时，根据0.161>0.158和0.327<0.462关系式，辅助型知识转移对于渐进式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而互补型知识转移对突破式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从网络中心性在模型2和5中的回归系数来看，网络中心性都起到了正向影响作用，而且影响程度相差不大。
在模型2和5的基础上分别增加调节作用的交互项，得到了模型3和模型6。从模型3可知，网络中心性对于辅助型知识转移的调节作用（0.159）大于互补型知识转移的调节作用（0.152）。从模型6可知，网络中心性对于辅助型知识转移的调节作用（0.154）小于互补型知识转移的调节作用（0.163）。对比模型2和模型3、模型5和模型6，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网络中心性在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通过了验证。
[bookmark: 5_.E7.A0.94.E7.A9.B6.E7.BB.93.E8.AE.BA]5 结论
本文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业创新活动为研究样本，对潜变量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采用里克特量表，对网络中心性采用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进行了测量，实证检验了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网络中心性在两者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结论。
1) 辅助型知识转移对渐进式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辅助型知识转移从完善企业知识体系的角度为企业应对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提供了较强的辅助作用，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2) 互补型知识转移使得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主动性和主导作用，而辅助型知识转移对于完善企业知识体系有重要作用。由此可知，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长期、根本的意义．
3) 网络中心性在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表明在创新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网络控制水平，是强化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影响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运用集成电路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本文没有讨论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滞后影响，在样本容量、样本来源、变量测量指标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用跟踪调研的方法获得纵向时间序列数据，也可以采用纵向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样本数据，来探讨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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